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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增温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根系生物量的影响

徐满厚１，∗刘　 敏１，翟大彤１，薛　 娴２，彭　 飞２，尤全刚２

１ 太原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晋中　 ０３０６１９

２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布设模拟增温实验样地，采用土钻法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植被生长季获取 ５ 个土层的根系生物量，探讨

增温处理下根系生物量在生长季不同月份、不同土壤深度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相应土层土壤水分、温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１）
根系生物量在 ２０１２ 年随月份呈增加趋势，其中 ７—９ 月较大，其平均值在对照、增温处理下分别为 ３８１０．８８ ｇ ／ ｍ２和 ４４６８．０８ ｇ ／
ｍ２；在 ２０１３ 年随月份呈减小趋势，其中 ５—６ 月较大，其平均值在对照、增温处理下分别为 ４１７５．３９ ｇ ／ ｍ２和 ４１４１．６ ｇ ／ ｍ２。 增温处

理下的总根系生物量高于对照处理 ２９３．９７ ｇ ／ ｍ２，而各月份总根系生物量在处理间的差值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明在增温处理

下根系生物量略有增加，但在生长季不同月份其增加的程度不同，致使年际间的增幅出现差异。 （２）根系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０—１０ ｃｍ 深度，所占百分比为 ５０．６１％。 在增温处理下，０—１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减少，减幅为 ８．３８％；１０—５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

生物量增加，增幅为 ２．１％。 相对于对照处理，增温处理下 ０—３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向深层增加，３０—５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

量增加趋势略有减缓。 可见，在增温处理下根系生物量的增幅趋向于土壤深层。 （３）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水分呈极显著的递减

关系，在增温处理下线性关系减弱；与土壤温度呈极显著的递增关系，在增温处理下线性关系增强。 表明土壤水分、温度都可极

显著影响根系生物量，但在增温处理下土壤温度对根系生物量的影响较土壤水分更为敏感而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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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 ｄｅｅｐｅｒ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３）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ｏｔｈ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ｏｏｋ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ｒ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现今，生态学家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地上部分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它的地下部分依然了解

甚少［１， ２］。 生态系统地上与地下过程的关联主要是通过根系来实现的，根系作为植物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空间分布特征及与土壤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对植被地上部分的生长产生重要影响［３］。 在根系作用下土壤形成

团粒结构，根系活动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质，根系死亡后留下的孔隙能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渗透性；根系分泌

的某些化学物质能促进有益微生物的活性，同时还有利于某些营养元素的吸收，改善土壤的化学性质和生物

学性质［３］。 根系不仅是连接植物与土壤的桥梁，而且作为感知土壤环境的器官，对土壤环境的变化反应敏

感［４］。 根系生物量的地下分配格局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５］，尤其是提供给植物生长所需水分和养

分的细根（直径≤２ ｍｍ），其空间结构不仅决定了根系对地下资源的利用效果及潜力，同时还反映了土壤中水

分和养分的分配格局，并且会对不同的土壤养分、水分梯度及土壤其他特性做出响应［６］。 所以在植物群落

中，根系也是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提供植物养分和水分的“源”和消耗碳的“汇”，已成

为生态系统生态学及全球变化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２， ７］。
全球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温度、降水等气候要素发生变化［１］。 作为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青

藏高原以其强大的热力和动力作用对区域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水循环、生态环境等产生重要影响［８⁃９］，因此

被看作是研究陆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响应机制的理想场所［１０⁃１１］。 从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的气象数据来看，青藏

高原地区平均气温以每年 ０．０４ ℃的速率增加［１２］。 可见，青藏高原正经历着明显的温暖化过程［１３⁃１４］。 同时，
青藏高原作为全球冰冻圈的重要区域，上面广泛发育着多年冻土（面积约 １．５×１０６ ｋｍ２），由于多年冻土环境对

气候变化响应剧烈，使得该地区高寒草地生态系统表现出异常的脆弱性［１５］。 高寒草甸是适应高原隆起与长

期低温环境形成的特殊产物，是典型的高原地带性和山地垂直地带性植被［１６， １７］。 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极其

脆弱，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极为敏感，一旦遭受破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进而导致草地退化和沙漠

化发生［１８， １９］。 青藏高原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加之根系研究手段欠缺、采样破坏性大和工作量大［３］，阻碍

了高寒草甸根系研究的深入开展。 因此，本研究以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为研究对象，从群落水平方面探讨在气

候变暖背景下高寒草甸根系生物量的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为高海拔地区植被的保护和合理利

用，为防止草地退化和沙漠化发生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青藏高原研究基地，地理坐标 ３４°４９′３４″—３４°４９′３７″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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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５５′５７″—９２°５６′０６″ Ｅ，平均海拔 ４６３０ ｍ［２０⁃２２］。 该地属青藏高原干寒气候区，年均气温－５．９ ℃，年均降水量

２６７．６ ｍｍ，年均潜在蒸发量 １３１６．９ ｍｍ。 试验地位于青藏高原北麓河多年冻土区，该区冻土活动层厚度一般

为 ２—３ｍ，冻结期为 ９ 月至翌年 ４ 月。 在高寒草甸生长季（５—９ 月），研究区的植物群落组成以莎草科和菊科

的物种居多，植被盖度达 ８３％。 其中，以莎草科的高山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ｐｙｇｍａｅａ）为建群种，并伴生有莎草科的

青藏苔草（Ｃａｒｅｘ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ｉ），豆科的细小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ｐｕｓｉｌｌａ），报春花科的垫状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ｔａｐｅｔｅ），
以及菊科的矮火绒草（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ｎａｎｕｍ）和美丽风毛菊（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等，蓼科的珠芽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也较为常见。 研究区土壤属高山草甸土，以沙粒居多，剖面发育具有薄层性和粗骨性特点；表层具

有 ５—１５ ｃｍ 厚草皮层，土层一般仅为 ４—６ ｃｍ，有机质含量达 ８—２５ ｇ ／ ｋｇ；表层以下常夹带多量砾石，呈 Ａｓ－
Ａ１－Ｃ ／ Ｄ 结构，Ｂ 层发育不明显。
１．２　 样地设置

实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置对照、增温（使地面温度约增加 ３ ℃）、刈割（留茬高度约 １ ｃｍ）及增温＋刈
割交互作用 ４ 种处理（图 １） ［２０， ２３， ２４］。 每种处理 ５ 个重复（即 ５ 个区组），共 ２０ 个样地，每个样地面积 ２ ｍ×２
ｍ，相邻样地间隔 ４—５ ｍ。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其中的对照和增温样地。 对照样地设置：该样地内不进行增

温、刈割处理，保持植被自然状态。 增温样地设置：增温装置采用红外线辐射器，灯体为 １６５ ｃｍ 长、１５ ｃｍ 宽

的三棱形，灯管为 １５０ ｃｍ 长、８ ｍｍ 直径的圆柱体，将其架设在样地正上方距地面 １．５ ｍ 高度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开始全年不间断增温。 每一区组样地外围都用铁丝网围拦，以防破坏。 在实验样地外部空旷处架设一小型

生态气象观测站，用于常规气象数据观测，包括温度、水分、水汽压、风速等。

对照 

增温+刈割交互作用 

增温 

0246810m小型气象站

刈割 

N

图 １　 增温、刈割实验样地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１．３　 根系生物量测定

于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植被生长季获取根系样品 （５—９ 月，每月中旬调查一次，时间间隔不超过 ２—３
天） ［２３， ２４］。 所采用方法为土钻法，即每个样地用内径为 ７ ｃｍ 的土钻分不同土层钻取根系样品（为减少样地破

坏，钻数确定为 １），土层分为 ５ 层：０—１０ ｃｍ、１０—２０ ｃｍ、２０—３０ ｃｍ、３０—４０ ｃｍ 和 ４０—５０ ｃｍ。 取得的土样密

封后放进低温箱运回实验室进行风干，然后用 ６０ 目标准土壤筛（０．２８ ｍｍ 孔径）将根系与土壤分离。 根系部

分用自来水冲洗干净之后放置阴凉通风处进行风干，然后根据根的颜色、柔韧性和是否附着毛根辨别出活根，
将活根放进 ７５℃的烘箱中烘干至恒重，最后称量。
１．４　 土壤水热测定

观测设备由美国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公司生产，传感器选择国际认证并符合国家标准的型号［２１⁃２５］。 土壤温度由

１０９ＳＳ⁃Ｌ 型温度探头分 ４ 个深度测定，分别为 ２０ ｃｍ、４０ ｃｍ、６０ ｃｍ、１００ ｃｍ；土壤水分由 ＦＤＲ（Ｅｎｖｉｏｒ ＳＭＡＲＴ
型）水分探头分 ５ 个深度测定，分别为 １０ ｃｍ、２０ ｃｍ、４０ ｃｍ、６０ ｃｍ、１００ ｃｍ。 所用传感器均连接到 ＣＲ１０００ 型

３　 ２１ 期 　 　 　 徐满厚　 等：模拟增温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根系生物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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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仪，以 １０ ｍｉｎ 为间隔自动记录数据，分析计算时将 ２４ ｈ 内的数据取平均值作为日数据。
１．５　 数据分析

（１）以生长季不同月份为横坐标、不同土壤深度为纵坐标，绘制根系生物量时空分布的等值线图，分析根

系生物量在生长季不同月份、不同土壤深度的变化规律。 图中，根系取样土层和土壤深度的对应情况为：０—
５０ ｃｍ 土层对应 ０ ｃｍ 深度，０—１０ ｃｍ 土层对应 １０ ｃｍ 深度，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对应 ２０ ｃｍ 深度，２０—３０ ｃｍ 土层

对应 ３０ ｃｍ 深度，３０—４０ ｃｍ 土层对应 ４０ ｃｍ 深度，４０—５０ ｃｍ 土层对应 ５０ ｃｍ 深度。
（２）取 ５ 个土层根系生物量的总和作为总根系生物量，绘制不同月份总根系生物量的柱状图，分析总根

系生物量在生长季不同月份的变化规律。 然后，取 ５ 个月份同一土层根系生物量的平均值，计算每一土层根

系生物量占总根系生物量的百分比，绘制不同土层根系生物量百分比的柱状图，分析根系生物量的垂直分布

规律。 根系生物量在不同月份、深度、处理间的显著性检验由单因素和多因素方差分析得到。
（３）建立 ５ 个土层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深度的回归方程，推导出 ５０—６０ ｃｍ 土层的根系生物量。 若某月份

此土层的值出现负值，表示 ０—５０ ｃｍ 土层已获得全部根系，则该土层的值定义为 ０。 然后，根据根系分布深

度（０—６０ ｃｍ），选择 ２０、４０、６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水分和土壤温度，分析根系生物量与相应土层土壤水分、温度的

关系。 在此关系中，因变量为 １０—２０ ｃｍ、３０—４０ ｃｍ、５０—６０ ｃｍ 土层的根系生物量。
以上分析过程中的二维图绘制由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１ 软件完成，方差分析由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图 ２　 实验处理下根系生物量不同土壤深度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ｉｎｇ

左边上下两幅小图是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对照处理下的根系生物量，右边上下两幅小图是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增温处理下的根系生物量

２．１　 根系生物量在生长季不同月份的变化

不同土壤深度根系生物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２ 所示：０—３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在 ２０１２ 年随月份

呈增大趋势，而在 ２０１３ 年随月份呈减小趋势；３０—５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不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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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出现较明显变化。 同时，图 ３ 显示总根系生物量在 ２０１２ 年随月份呈递增趋势，而在 ２０１３ 年出现递减趋

势。 可见，根系生物量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出现差异。
在 ２０１２ 年，７—９ 月的根系生物量较大，其平均值在对照处理下为 ３８１０．８８ ｇ ／ ｍ２，在增温处理下略有增加，

达到 ４４６８．０８ ｇ ／ ｍ２；在 ２０１３ 年，５—６ 月的根系生物量较大，其平均值在对照处理下为 ４１７５．３９ ｇ ／ ｍ２，在增温处

理下略有减小，为 ４１４１．６ ｇ ／ ｍ２。 表 １ 得到，除了 ５ 月份，不同月份增温处理下的总根系生物量与对照处理的

差值均为正值，而且图 ３ 也显示 ５ 月份增温处理下的总根系生物量略低于对照处理，其他月份增温处理均高

于对照处理，这说明在增温处理下根系生物量具有增加趋势。

图 ３　 实验处理下根系生物量不同月份和不同土层的分布规律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ａｒｍｉｎｇ

上面左右小图是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５—９ 月的根系生物量，下面左右小图是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土层的根系生物量

表 １　 生长季不同月份根系生物量不同处理下的变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月份
Ｍｏｎｔｈ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增温⁃对照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ｍｉｎ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３０ ｃｍ 土层根系生物量 ２０１２ ５ ２６９．６５ ３４８．６３ ７８．９８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３０ ｃｍ ６ ３８７．４２ ４８８．８１ １０１．３９
ｌａｙｅｒ ／ （ｇ ／ ｍ２） ７ ３８７．９４ ６８１．２４ ２９３．３１

８ ５０６．０７ ７３７．７６ ２３１．６９
９ ６７９．６８ ８０７．２８ １２７．６０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４６．１５ ６１２．７４ １６６．５９
２０１３ ５ ５８９．９７ ６３８．１６ ４８．１８

６ ４２３．１６ ６６１．９０ ２３８．７５
７ ４７５．９３ ５５０．５４ ７４．６１
８ ３０９．５５ ３１８．２１ ８．６７
９ ３７３．３３ ５１３．８９ １４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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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Ｙｅａｒ

月份
Ｍｏｎｔｈ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增温⁃对照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ｍｉｎ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３４．３９ ５３６．５４ １０２．１５
总根系生物量 ２０１２ ５ ２２５７．３８ ２２２３．１６ －３４．２１
Ｔｏｔａｌ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 ／ ｍ２） ６ ２８３９．１５ ３３１３．８２ ４７４．６７

７ ３８４８．１７ ４３４２．８１ ４９４．６３
８ ３６９９．２１ ４５１７．６１ ８１８．４１
９ ３８８５．２５ ４５４３．８２ ６５８．５７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３３０５．８３ ３７８８．２４ ４８２．４１
２０１３ ５ ４３９８．１７ ４２８７．２７ －１１０．９０

６ ３９５２．６０ ３９９５．９３ ４３．３３
７ ３６５６．０５ ３９５９．１０ ３０３．０５
８ ２９７４．２２ ３１８３．９３ ２０９．７１
９ ３３８３．３４ ３４６５．７５ ８２．４１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３６７２．８８ ３７７８．４０ １０５．５２

就整个生长季而言，２０１２ 年增温处理下的总根系生物量高于对照处理 ４８２．４１ ｇ ／ ｍ２，但在 ２０１３ 年此差值

减小，为 １０５．５２ ｇ ／ ｍ２。 此外，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月份增温处理与对照处理的总根系生物量差值均未

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以上分析显示，在增温处理下根系生物量略有增加，但在生长季的不同月份其增加

的程度不同，致使年际间根系生物量的增幅出现差异。
２．２　 根系生物量在土壤不同深度的变化

图 ２ 展示了不同处理下根系生物量的垂直分布规律：随土壤深度增加，根系生物量呈递减趋势。 从图 ３
各土层根系生物量的百分比可以看出，根系生物量主要分布在 ０—１０ ｃｍ 深度，百分比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分

别为 ４９．５７％和 ５１．６５％。 在增温处理下，不同土壤深度的根系生物量分配具有较大差异。
图 ３ 显示，在 ０—１０ ｃｍ 深度，增温处理下的根系生物量百分比低于对照处理，减幅在 ２０１２ 年为 ８．５２％，

在 ２０１３ 年为 ８．２３％；在 １０—５０ ｃｍ 深度，增温处理下的根系生物量百分比高于对照处理，增幅在 ２０１２ 年平均

为 ２．１３％，在 ２０１３ 年平均为 ２．０６％。 从图 ２ 中还可以看出，相对于对照处理，增温处理下 ０—３０ ｃｍ 深度的根

系生物量向深层增加，３０—５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的增加趋势略有减弱。 可见，增温能够促使根系生物量

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发生变化。
为进一步阐释这一现象，表 １ 中以 ２０—３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为例。 增温处理下该深度的根系生物量

在不同月份均高于对照处理，增温与对照的差值在 ２０１２ 年平均为 １６６．５９ ｇ ／ ｍ２，在 ２０１３ 年平均为 １０２．１５ ｇ ／
ｍ２。 此外，表 ２ 中的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根系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在实验处理间均未达到显著水平（Ｐ＞０．
０５），而根系生物量及其百分比在土壤深度间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 因此，在增温处理下根系生物量的

增幅趋向于土壤深层，即根系逐渐向土壤深层迁移。

表 ２　 基于广义线性模型根系生物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Ｆ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Ｆ ｖａｌｕｅ）
根系生物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根系生物量百分比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总根系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５．０７３∗ ０．００８ ０ ０ ２．４０９ ０．００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１３．０３８∗∗∗ ２．１０２ ０ ０ ６．１９２∗∗∗ １．７５２
深度 Ｄｅｐｔｈ １６３．８２４∗∗∗ １６３．５０１∗∗∗ ４０１．２１２∗∗∗ ４１６．５７７∗∗∗ — —
处理×月份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ｏｎｔｈ ０．４４８ ０．１２５ ０ ０ ０．２１３ ０．０７１
处理×深度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ｅｐｔｈ １．４７ ３．２１２∗ ６．８８７∗∗∗ ６．２７２∗∗∗ — —
月份×深度 Ｍｏｎｔｈ×Ｄｅｐｔｈ １．２９ ０．４８７ ２．４０８∗∗ ０．６５７ — —
处理×月份×深度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ｏｎｔｈ×Ｄｅｐｔｈ ０．３６９ ０．１７３ ０．８２８ ０．４６１ — —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０：此项未进入分析，—：无此分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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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水分、温度的关系

建立根系生物量与相应土层土壤水分、温度的线性回归关系（表 ３）：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水分的相关性达

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且随土壤水分增加而减小；在增温处理下，其回归方程的斜率绝对值增大，决定系数

略有减小，显著性值增大，这说明增温减弱了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水分的线性递减关系。
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温度的相关性也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且随土壤温度增加而增大；在增温处理

下，其回归方程的斜率增大，决定系数略有增加，显著性值减小，这说明增温加强了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温度的

线性递增关系。
另外，土壤温度与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的斜率大于土壤水分，其差值平均为 ２０．６７，表明土壤温度对根系

生物的影响更大。 以上分析显示，土壤水分、温度都可极显著影响根系生物量，但在增温处理下，土壤温度对

根系生物量的影响较土壤水分更为敏感而迅速。

表 ３　 根系生物量与相应土层土壤水分、温度的线性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因变量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斜率 Ｓｌｏｐｅ Ｒ２ Ｐ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根系生物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土壤水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５３．６４ －６２．４ ０．４６１ ０．４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根系生物量 Ｒ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７０．３６ ８７．０１ ０．４１４ ０．４４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数据来自生长季 １０—２０ ｃｍ、３０—４０ ｃｍ、５０—６０ ｃｍ 土层，进行 ５ 月份 ３ 土层根系生物量与相应深度土壤水分、土壤温度的回归分析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根系生物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根系作为植物三大营养器官之一，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是固定和支撑植

物地上部分的关键器官，也是植物从土壤中获取养分和水分的重要器官，更是植物地上与地下部分物质及信

息交换的系统［２６］。 植物吸取水分、养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根系在土壤中的形态分布，揭示根系分布

规律及其与周围土壤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植物生产力具要重要意义。
本研究得到，根系生物量在 ２０１２ 年随月份呈递增趋势，在 ２０１３ 年出现递减趋势，致使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的根系生物量出现差异。 究其原因，与当地环境因子的变化有关。 图 ４ 显示，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３ 年，空气相对

湿度、水汽压和土壤水分均显著减小，风速显著增加，而空气温度与土壤温度未出现显著变化，略有增加。 这

表明青藏高原年际间的强风可导致当地水分蒸发强烈，使其含量减少，但由于该地长期处于低温的冻土环境，
风速对其温度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由于空气⁃土壤水分的显著减少，高寒草甸根系生物量在 ２０１３ 年出现降

低。 前期研究也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高寒草甸地上⁃地下生物量的减小趋势与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和空气温度

的显著减小密切相关，并且地上生物量较地下生物量对温度和水分更为敏感［２１］。 因此，在自然状态下，高寒

草甸根系生物量的生产与水分因子的关系更为密切。
温度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植物对热量的需求，但也改变了植物群落的小气候环境，从而通过多种途

径直接或间接影响植物的生理过程，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生物量生产［２７⁃２９］。 然而，当前有关植物生物

量对增温响应的研究还存有较大争议，主要表现在：第一，增温可通过降低土壤含水量或增加植物呼吸作用减

少植物生物量。 Ｍｅｌｉｌｌｏ 等［３０］研究认为，增温后土壤含水量减少或植物呼吸作用增强，都能导致植物净初级生

产力下降。 Ｂｏｅｃｋ 等［３１］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由于增温导致土壤含水量减少，地上和地下生物量都明显下降，地
上、地下生物量分别下降了 １８％和 ２３％。 第二，增温可通过提高新陈代谢速率增加植物的光合能力或通过较

高的分解作用增强植物对矿物营养的吸收，进而增加植物生物量。 研究表明，温度升高能提高极地和高山地

区植物的营养生长，促进该区植物的生理活动和表现，使生物量增加［３２， ３３］。 对于大多数温寒带和北方树种而

言，在水分和养分充足的条件下，增温也会促进植物生物量积累［３４］。 但 Ｗｅｌｔｚｉｎ 等［３５］认为不同物种和不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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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实验样地环境因子分析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ｏｔｓ

左边两个小图是水分和温度在不同空气高度、不同土壤深度的变化图，右边两个小图是水汽压和风速在不同空气高度的变化图；∗、∗∗和

∗∗∗分别代表显著性检验中 Ｐ＜０．０５、０．０１ 和 ０．００１

活型对增温的响应不同，所以增温效应需视物种类型区别对待。
我们在青藏高原的研究得出，高寒草甸根系生物量主要分布在土壤浅层（其中 ０—１０ ｃｍ 深度所占百分比

为 ５０．６１％），在增温处理下 ０—１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减少 ８．３８％，１０—５０ ｃｍ 深度的根系生物量增加 ２．
１％，即根系生物量趋向于土壤深层，此结论与李娜等［３６］ 的研究相似。 李娜等［３６］ 研究表明，小幅度增温使高

寒草甸 ０—５ ｃｍ 根系层的生物量增加，地下 ５—２０ ｃｍ 根系层生物量分配比例减少，但变化均不显著；大幅度

增温处理后，由于受到水分条件的限制更明显，地下生物量开始向着深层土壤的根系层转移，但统计检验也不

显著。 我们以前的研究也发现，增温后 ０—４０ ｃｍ 内的土壤水分较少蒸发到空气中，而是大部分下移到土壤深

层，且 １５０ Ｗ ／ ｍ２处理下的下移幅度大于 １３０ Ｗ ／ ｍ２ ［２１］。 这样，土壤水分的深层迁移就有可能导致根系生物量

向深层转移。 而我们对高寒草甸根系生物量和土壤碳氮含量迁移变化的研究恰恰表明了，根系生物量的深层

转移可能与土壤水分、有机碳、活性碳、全氮的下移有关［２４］。 因此，增温对植物生物量的影响较为复杂，而且

根系生物量的深层转移与土壤水分的向下迁移有极大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增温实验支持争议一，证实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水分的关系更为密切。 如石福孙等［１３， ３７］

研究发现，增温使地下 ０—３０ ｃｍ 的根系生物量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认为这主要与土壤增温后相对含水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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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下降有密切关系；Ｄｕｂｒｏｖｓｋｙ 等［３８］的研究表明，增温后表层土壤干旱，阻碍了表土根系生长；Ｅｄｗａｒｄｓ 等［３９］

也认为，土壤增温会导致根系死亡率增加，从而减少根系的数量和聚集度。 本研究得到，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水

分呈极显著的递减关系，在增温处理下线性关系减弱；与土壤温度呈极显著的递增关系，在增温处理下线性关

系增强。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研究所选择的高寒草甸地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该地的土壤和植被受

多年冻土影响较大，而且我们是于植被生长季（５ 月—９ 月）进行的植被调查和土壤采样。 Ｌｉ 等［４０］ 对青藏高

原植物生产力和土壤碳氮库的研究表明，在高寒草甸植被生长季，温度升高使冻土融化、土壤活动层增厚，因
此土壤有机碳和其他土壤营养元素可能随着土壤水分的下渗迁移到土壤深层，使得土壤有机碳的分配比例从

土壤浅层转移到深层，从而促使土壤深层的有机碳含量增加。 我们以前的研究也得到，在增温、刈割及增温＋
刈割交互作用处理下，土壤活性碳、有机碳和全氮的分配比例从土壤浅层转移到深层，而根系生物量也具有相

似的迁移趋势［２４］。 于是，我们推测在高寒草甸生长季，特别是 ５ 月至 ７ 月，伴随温度回升冻土融化深度增大，
浅层土壤水分迅速增加，而后随表层蒸散发增强而逐渐减少，这就导致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水分存在显著负相

关；但在增温处理下，各土层冻土融化速度和水分迁移速度加快，出现了增温处理可减缓这种负相关程度的现

象。 由此可知，土壤水分、温度都可显著影响根系生物量，但在增温处理下土壤温度对根系生物量的影响较土

壤水分更为敏感而迅速。
另外，根系生物量的迁移变化与植物不同功能群也有很大关系。 石福孙等［１３］ 采用开顶式生长室进行模

拟增温，研究得到 ０—１０ ｃｍ 土层的生物量分配比例增加，可能是因为禾草等须根系单子叶植物大量繁殖所

致；而 ２０—３０ ｃｍ 土层生物量分配比例的减少，可能是因为杂草等直根系双子叶植物因增温导致生物量减少

所致。 周华坤等［４１］对矮嵩草草甸的模拟研究表明，在短期的增温条件下群落的总生物量变化不明显，但增温

导致禾草生物量显著增加，杂草生物量显著减少，而莎草生物量增加较少。 这是由于禾草具有从生理上调控

资源分配模式的能力，延长了对土壤元素的获得时期，加之具有较大的叶面积，并分布于不同的高度层，在增

温条件下有利于光合速率的增加和分蘖能力的增强，所以其地上生物量增加较多；而莎草科的青草及其苔草

较禾草耐阴，当禾草植物占据群落上层时，形成郁闭环境，莎草成为群落下层，而且莎草一般为短根茎地下芽

植物，与禾草竟争吸收氮素的能力不高，所以莎草地上生物量增加较少；杂草则由于禾草和莎草与之过度竞争

了光照和养分，生长受抑制，使生物量减少［１３， ４１］。 Ａｌｗａｒｄ 等［４２］ 研究认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对于任一植物

群落来说，由于各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等不同，总有一些物种对增温的响应更为敏感，从而破坏种间竞争关系，
引起群落优势种和组成发生改变。 因此，增温可使高寒地区植被的物种多样性比原生植被有所减少，导致植

物种群优势度发生倾斜，由于不同功能群植物根系的数量和分布存有较大差异，原以适应寒冷、湿中生境的草

甸植被类型可能逐渐被以旱生为主的植被类型所替代。
３．２　 根系采样的误差分析

本研究的根系采集时间为植被生长季，此时根系大多具有活性，从根的颜色、柔韧性和是否附着毛根等方

面对活根和死根进行了鉴别，但结果显示根系生物量比 Ｙａｎｇ 等［４３］ 和王亮等［４４］ 的研究大，这可能与采样尺

度、植被类型及环境因素等有关［２１］。 王亮等［４４］研究的个体数据采样点和群落水平采样点都是内蒙古温带草

地及青藏高寒草地的典型植被样地，地理位置和采样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可能会存在小环境的差别。 而本研

究只选择高寒草甸，且样地布置位于同一生境，小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 Ｙａｎｇ 等［４３］ 的研究能够很好的反映

中国草地地下⁃地上生物量比 （Ｒ ／ Ｓ），但由于采样尺度、放牧干扰及植物物候的影响，使 Ｒ ／ Ｓ 的估测仍具有不

确定性。 本实验样地设在植被分布均匀、地势较为平坦且未受放牧、鼠兔啃食等干扰的地区，并用铁丝网将实

验样地围栏，于植被生长季进行根系采集，但结果显示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对照组的根系生物量差值达 ３６７ ｇ ／
ｍ２，而增温处理下的这个差值仅为 ９．８ ｇ ／ ｍ２。 因此，在鉴别活根和死根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为误差。 王亮等［４４］

认为虽然通过颜色等方法区分了活根和死根，但由于草地群落中植物的种类众多，根的颜色和形态多样，使区

分活根和死根的难度很大，从而使地下部分被高估。 因此，今后需要探索出更准确、更便捷的方法对根系活性

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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